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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互动：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的空间交互效应及

驱动因素

潘悦 陈惠琪 张致伟

武汉工程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中山华方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摘要：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土地利用，基于 201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

评价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HUUL)的时空格局特征进

行了探索，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方法对长三角地区 HUUL 的空间交互效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1)201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总体呈持续增长趋势，但空间分异显著，长江沿线城市和环杭州

湾的沿海城市 HUUL 水平较高，长三角西部区域 HUUL 水平相对较低。(2)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全域

空间自相关性，局域空间以高-高和低-低集聚类型为主，城际间 HUUL 的空间交互效应显著。(3)基础设施、科技创

新、政府管理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城际间 HUUL 空间交互效应的重要驱动因素，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仅对本地城市 HUUL

产生影响，对邻近城市的溢出效应尚不显著，信息化水平则对邻近城市的 HUUL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

果对于揭示 HUUL 空间交互效应的内在机制，指导长三角地区从区域联动视角提升城市土地利用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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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资源环境约束下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2017 年，我国首次提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转变，高质量发展理念成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指导方针。土地作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构建集约

绿色高效的国土空间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内涵要求[2]。2022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 65.22%1,

随着城镇化持续加速推进，城市土地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日趋严峻。人口、资本等要素向城市不断集聚，促使城市建设

用地不断向外蔓延，挤压农业和生态空间，给自然环境造成极大压力。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大部分城市的建设用地利用水

平却较为粗放，仍有 15%～30%的建成区用地处于低效利用或闲置状态[3]。土地的经济社会效益产出较低，资源消耗大，污染排

放高，这与高质量发展理念严重相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土地资源的高质量利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集约用地、可

持续用地的指导意见和管控政策。2019 年，出台的《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强化底线约束，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其中，城镇开发边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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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约束城市建设用地无序扩张的管控底线，倒逼各地政府挖潜存量用地，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高效利用[4]。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

下，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贯彻到城市土地利用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土地资源节约

利用、高效利用、绿色利用、公平利用，是引导城市精明增长，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

高质量发展强调高效、绿色、共享等理念，城市高质量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土地利用既要关注土地的合理投入和经济产出，

更要将土地的节约利用、绿色利用以及社会效益考虑其中。关于 HUUL 的研究可以从当前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绿色可持续利用的

研究得以窥探，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5 个方面。(1)关于 HUUL 的内涵方面，普遍认为土地集约

利用是对存量土地增加投入以获取更高产出的一种用地方式[5],而产出的成果，往往通过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来衡量[6],

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视角来看，土地高质量利用的产出应当包含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效益[7]。(2)关于 HUUL

的评价方面，立足于其概念内涵，融入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了土地投入水平、利用强度、利用效益、利用结构等的多

因子评价体系[8,9],并运用综合评价模型、主成分分析法[10]、随机前沿模型[11]、系统动力学[12]等方法来定量评价 HUUL 水

平。随着量化分析方法的多样化，广泛开展了包括全国[13]、典型城市群[14]、省域[15]以及微观的城市层面[16]和工业园区

层面[17]的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不同维度和不同区域 HUUL 的时空演变特征。(3)HUUL 与城市其他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

系统论的视角来看，HUUL 与城市规模[18]、新型城镇化[19,20]、经济社会发展[21]、产业结构[22]、碳排放[23]、城市地价[24]、

生态安全[25]等系统存在密切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4)HUUL 受经济、社会、自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关于 HUUL 的影响

因素方面，分别探讨了城镇体系规模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高速公路等对 HUUL 水平的影响

[26,27,28,29,30]。(5)此外，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成熟和广泛应用，关于 HUUL 空间溢出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

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的 HUUL 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邻近辐射效应[31]。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对于 HUUL 的概念内涵、评价

方法和影响因素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大多将视野局限于研究样本本身，较少关注到 HUUL 的

空间交互效应，对影响因素可能存在相邻区域之间的传导效应和关联机制考虑不足，因此，并不能全面客观地揭示 HUUL 及其影

响因素的空间效应机制。

鉴于此，本文首先在借鉴和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内涵，构建了 HUUL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

角地区 HUUL 水平进行测度。其次，通过 GIS 可视化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长三角地区 HUUL 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系统研究，

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城市间 HUUL 的空间交互效应及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

研究目的，一方面，为更科学地揭示影响 HUUL 的因素及其空间交互效应的内在机制提供方法参考，另一方面，为促进长三角地

区城市土地绿色高效利用和制定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案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长江三角洲地区(简称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支撑和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区。根据 2019

年底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全部区域，具体包括 41

个城市。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国土总面积为 35.8 万 km2,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3.7%,却

集中了中国约 25%的经济总量和约 16%的常住人口。2020 年底，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城镇化率达 70.85%,地区生产总值达 24.47 万

亿元 2,人口、土地、资本向城市集聚，推动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向外扩张。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2010～

2020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市辖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 7 222.74 km2,增长到 10 051.70 km2,增长幅度约 40%,建设用地面

积持续蔓延，然而土地低效利用、环境污染等问题依然严峻，土地利用质量亟待提升。因此，在城镇化追求高速度向追求高质

量转型的背景下，加强该地区土地利用质量的研究十分必要。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虽然发展条件和经济水平差异较

大，但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探究该地区土地利用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效应，立足区域统筹视角，为制定更精准的土地资

源配置政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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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 2010～2020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和指标均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长三角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个别异常值和缺失数据采用相邻年份的平均值或所在省

份的均值进行替代。各级行政区划边界数据来自于 1∶400 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https: //www.resdc.cn),各城市经纬度

数据通过 ArcGIS10.6 软件提取。

2 研究方法

2.1 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测度

基于前文对 HUUL 内涵的阐述，借鉴已有文献[32,33],本文从土地投入强度、土地节约利用和绿色利用以及土地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表 1),并采用综合评价模型测度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 HUUL 水平。首先，对评价指标进

行归一化处理。其次，采用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后，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计算 HUUL 水平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i 为第 i 项指标的权重；xit 为第 t 年第 i 项指标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值。参考已有文献[24],将 HUUL 划分为 5 个等

级，分别为低质量利用水平(HUUL≤0.4)、较低质量利用水平(0.4<HUUL≤0.5)、中等质量利用水平(0.5<HUUL≤0.6)、较高质量

利用水平(0.6<HUUL≤0.7)和高质量利用水平(HUUL>0.7)。

表 1 城市土高质量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名称 评价指标 权重 属性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km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建成区面积 0.093 5 +

土地投入强度

(0.228 9) 地均就业人员(人/km2) 就业人数/城市土地面积 0.135 4 +

建成区面积占比(%) 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土地面积 0.013 8 -

土地节约利用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m2/人)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总人口 0.054 1 -

(0.094 8) 人均居住用地面积(m2/人) 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城市总人口 0.02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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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绿化覆盖面积/城市建成区面积 0.013 4 +

土地绿色利用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公园绿地面积/城市总人口 0.052 8 +

(0.203 4)

地均工业“三废”排放量(t/km2)

工业 SO2 排放量/城市建成区面积 0.023 9 -

工业废水排放量/城市建成区面积 0.012 1 -

工业烟尘排放量/城市建成区面积 0.012 6 -

地均 CO2 排放量(t/km2) CO2 排放量/城市建成区面积 0.071 5 -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比重 0.017 1 +

地均二三产业产值(万元/km2) 二三产 GDP/城市建成区面积 0.135 9 +

土地经济效益

(0.248 2) 地均财政收入(万元/km2) 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建成区面积 0.112 3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数 0.129 6 +

土地社会效益

(0.224 8) 万人医院床位数(张/万人) 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城市总人口 0.095 2 +

2.2 探索性空间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种测度属性数据空间相关性的分析方法，通常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用于分析属性数据在整个区域内的关联和集聚特征，本文采用 GlobalMoran′s I 指数来衡量长三角地

区 HUUL 水平的全局空间关联特征，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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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yj 分别为城市 i 和城市 j 的 HUUL 指数值；n 为城市样本数量； 和 S2 分别为 HUUL 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Wij

为城市 i 和 j 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 的取值范围为[-1,1],当 I>0 时表示空间正相关，当 I<0 时表示空间负相关，当

I=0 时表示 HUUL 指数在空间上为随机分布，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2)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用于测度属性数据的局域空间关联特征，探索局部空间的不均衡性，从而发现属性数据的空间异质性

特征。本文采用 LocalMoran′s I 指数来衡量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局部空间的关联特征和异质性，计算公示如下：

(3)空间权重矩阵

根据 Tobler 地理学第一定律，地区之间相互影响关系随着距离增大而衰减。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即使空间不

相邻的城市之间也会存在频繁的要素流动和相互影响关系。参考文献[34],本文选择门槛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来考察长三角地区

HUUL 的空间关联特征，计算公示如下：

当城市 i 和 j 之间的距离小于 d 时，两城市之间的权重矩阵 Wij 为 1,否则为 0。其中，d的取值依据《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

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构建核心城市都市圈 1 h 通勤交通网 3,折合成地理距离约为 180 km。

2.3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通过将空间效应纳入到普通回归模型，可以识别地理空间单元之间的空间互动关系，在衡量空间依赖性时估

计结果更加准确[35]。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其中，SDM 模

型的计算公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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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标 i、j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观测城市、第 j 个观测城市和第 t 年；Wij 为非随机的空间权重矩阵；α、β1和θ

为待估系数；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v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表示未被纳入到计量模型的其他因素；β0

为常数项。当θ=0、α≠0时，SDM 模型就退化为 SLM 模型；当θ+αβ1=0 时，SDM 模型就退化为 SEM 模型。

3 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空间关联特征研究

3.1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时空格局特征

基于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模型测算出 2010～2020 年各城市的 HUUL 值，并计算其标准差和变异

系数(表 2)。201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HUUL 的均值由 0.381 持续上升到 0.517,提高了约 35.70%,整体上从低质量利用水平发

展到中等质量利用水平。HUUL 的最低值由 0.323 提高到 0.430,最高值由 0.477 提高到 0.743,中位数由 0.375 提高到 0.503,表

明长三角地区在进入后城镇化阶段后，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各城市的 HUUL 水平都有不同程度提升，但大部分城市的

土地仍处于中等质量利用及偏下水平。2010～2020 年，标准差从 0.037 提升到 0.063,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间 HUUL 水平的绝对

差异在持续扩大，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变异系数则从 0.097 波动增加至 0.122,表明在研究期内，城市间 HUUL 水平的相

对差异存在一定波动，但总体呈扩大趋势。

进一步，按照前文 HUUL 水平等级划定标准，选取 2010、2015 和 2020 年 HUUL 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图 1),更加清晰地揭

示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总体来看，201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极核-圈层式”格局特征明显，长

江沿线城市和环杭州湾的沿海城市，HUUL 水平提升较显著，形成高值集聚区域，长三角西部和北部区域，HUUL 水平则相对较低。

上海、杭州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土地利用质量水平较高，其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具备优势累积效应，HUUL 水平提升的速度也更

加显著，而土地利用质量较低的城市，其交通区位和要素资源相对较弱，HUUL 水平提升的速度也相对较慢。

表 2 201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描述性统计及变异系数

年份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2010 41 0.323 0.477 0.381 0.375 0.037 0.097

2011 41 0.328 0.502 0.394 0.388 0.04 0.102

2012 41 0.344 0.52 0.41 0.404 0.042 0.102

2013 41 0.353 0.541 0.424 0.422 0.043 0.101

2014 41 0.357 0.591 0.438 0.436 0.048 0.11

2015 41 0.357 0.628 0.457 0.456 0.051 0.112

2016 41 0.386 0.679 0.471 0.468 0.055 0.117

2017 41 0.397 0.705 0.481 0.474 0.061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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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41 0.41 0.698 0.498 0.491 0.06 0.12

2019 41 0.438 0.731 0.512 0.501 0.062 0.121

2020 41 0.43 0.743 0.517 0.503 0.063 0.122

图 1 2010～2020 年主要年份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空间格局特征

3.2 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空间关联特征

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通过计算 201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HUUL 的 GlobalMoran′s I

指数(表 3),结果显示各个年份的 I值均大于 0,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

相关。2010～2020 年，Moran′s I 指数由 0.331 提高到 0.404,整体呈上升态势，表明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的空间集聚程度不

断加强。

表 3 201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HUULGlobalMoran′s I 指数

Year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oran′s I 0.331 0.309 0.34 0.323 0.317 0.325 0.363 0.375 0.402 0.42 0.404

Z-Score 5.084 4.776 5.21 4.979 4.956 5.134 5.826 5.964 6.251 6.577 6.37

P-Value 0 0 0 0 0 0 0 0 0 0 0

由于 GlobalMoran′s I 指数不能反映局部区域的空间集聚特征，通过 LocalMoran′s I 指数和 Moran 散点图，绘制 2010、

2015 和 2020 年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的 LISA 集聚图，探究 HUUL 是否存在局部空间分异。如图 2 所示，长三角地区 HUUL 的局域

空间特征存在 4 种类型。(1)第一类为“高-高”集聚类型(HH),该类城市自身及邻近城市的 HUUL 水平都较高，空间差异小，呈

现出典型的高水平集聚状态。研究期内，“高-高”集聚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区域，且在时序上呈现稳

定性，主要是上海、杭州、苏州等长三角核心城市。(2)第二类为“低-低”集聚类型(LL),该类城市自身及邻近城市的 HUUL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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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都较低。研究期内，低水平集聚城市主要分布于安徽省西部和北部，且随着时间推移，“低-低”集聚类型城市呈增加的趋势，

表明长三角地区西部和北部城市的 HUUL 呈现低水平集聚蔓延态势。(3)第三类为“低-高”集聚类型(LH),该类城市自身 HUUL 水

平较低，而邻近城市的 HUUL 水平则较高，主要为绍兴、湖州、泰州等城市，且随着时间推移，低-高集聚类型的城市在数量上

呈减少的趋势。(4)第四类为“高-低”集聚类型(HL),该类城市自身 HUUL 水平较高，而邻近城市的 HUUL 水平则较低，主要包括

合肥、徐州等城市，“高-低”集聚类型在空间上和数量上都呈现一定的稳定性。总体上来看，“高-高”和“低-低”集聚类型

城市数量占比较大，且持续增加，表明长三角地区相邻城市的 HUUL 水平存在空间上的相近特征，且东部沿海区域的“高水平极

核”聚集和安徽西部山地丘陵区域“低水平陷阱”的蔓延格局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主要原因是因为长三角地区城市

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城市间要素交流密切，邻近城市在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土地利用政策和技术手段上具有相互学习和相互

影响的效应，因此 HUUL 也具有趋同性。

图 2 2010～2020 年主要年份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 LISA 集聚图

4 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空间交互效应及驱动因素

4.1 变量选取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HUUL 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结合已有研究，综合考虑长三角地区城市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从经济发展、产业

结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信息化和政府管理 6个方面，对长三角地区 HUUL 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区域

间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流动，进而影响 HUUL 水平；第三产业相对于一二产业对城市土地空间需求更小，而绿色利用效率

更高，因此产业结构是 HUUL 的重要影响因素；基础设施能够驱动建设用地扩张，并支撑高强度土地开发，从而影响 HUUL 水平；

科技创新通过提升生产技术、改善环境治理手段等直接影响 HUUL 水平；政府管理在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能够调节市场失灵和负

外部效应，进而影响 HUUL 水平。综上所述，本文相应地分别选择人均 GDP(pGDP)、三产与二产之比(indu)、城市道路面积占比

(road)、地均科学技术支出(tech)、人均移动电话数(info)和人均政府财政支出(gove)6 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表 4)。为避免指

标之间相互影响而导致结果偏误，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表明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

4.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与选择

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存在空间上的关联性，这打破了传统研究中基于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

因此有必要引入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其空间效应的内在机制。通过 LM和 RobustLM 检验、LR检验、Wald 检验等一系列检验(表 5),

本文最终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表 6的实证结果表明，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下均为正值，且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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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较为稳健，进一步验证了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交互效应，即本地城市的 HUUL

水平会对邻近城市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

表 4 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解释变量 指标计算 Min Max Mean Std. Dev. VIF

pGDP 城市 GDP/城市总人口(万元/人) 0.907 18.004 6.751 3.732 2.99

indu 城市三产 GDP/二产 GDP 0.321 2.751 1.062 0.386 1.51

road 道路面积/城市建设面积(km/km2) 7.275 25.983 16.962 4.037 1.11

tech 科技支出/城市建设面积(亿元/km2) 0.003 0.317 0.059 0.051 2.02

info 移动电话用户数/城市总人口(户/人) 0.326 2.025 1.023 0.315 2.46

gove 政府财政支出/城市总人口(万元/人) 0.106 4.19 1.307 0.656 2.32

表 5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指标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valve

LM Test

LMlag test 52.646 0

LMerror test 34.601 0

Robust LM Test

robustLM-lag test 26.129 0

robustLM-error test 8.085 0.004

LR Test

LR-SDM→SAR test 36.72 0

LR-SDM→SEM test 128.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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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Test

LR-SDM→SAR test 16.45 0.012

LR-SDM→SEM test 38.63 0

Hausman Test 20.58 0.038

固定效应检验

个体固定效应→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 17.15 0.103

时间固定效应→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 639.87 0

表 6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

随机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

回归系数 z-score 回归系数 z-score 回归系数 z-score 回归系数 z-score

pGDP

0.006***

6.05

0.005***

4.78

0.009***

10.99

0.005***

4.75

0 0 0 0

indu

0.016***

3.77

0.013***

3.18

0.043***

10.07

0.015***

3.48

0 0 0 0

road

0.001*

1.79

0

1.13

0.001***

3.45

0

1.25

-0.07 -0.26 0 -0.21

tech

0.096***

3.39

0.091***

3.28

0.160***

4.81

0.095***

3.48

0 0 0 0

info

0.001

0.13

0

-0.04

-0.001

-0.09

0.001

0.08

-0.9 -0.97 -0.93 -0.94

gove

0.011***

3.74

0.011***

3.67

0.013***

3.97

0.011***

3.8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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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GDP

-0.002

-1.33

-0.001

-0.66

-0.001

-0.43

0.001

0.39

-0.18 -0.51 -0.67 -0.7

W*indu

0.003

0.44

0.005

0.67

0.011

0.72

0.016

1.33

-0.66 -0.5 -0.47 -0.18

W*road

0.004***

3.52

0.003***

2.92

0.003***

2.66

0.003***

2.7

0 0 -0.01 -0.01

W*tech

0.126

1.55

0.127

1.61

-0.106

-1

0.155*

1.94

-0.12 -0.11 -0.32 -0.05

续表 6

Variable

随机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

回归系数 z-score 回归系数 z-score 回归系数 z-score 回归系数 z-score

W*info

0.022*

1.94

0.031***

2.63

-0.017

-1.04

0.034**

2.29

-0.05 -0.01 -0.3 -0.02

W*gove

0.012*

1.71

0.016**

2.37

-0.005

-0.6

0.020***

2.87

-0.09 -0.02 -0.55 0

W*ULIU

0.323***

4.37

0.307***

4.09

0.230**

2.57

0.182**

2.06

0 0 -0.01 -0.04

R-squared 0.808 0.783 0.856 0.777

sigma2

0.000*** 0.000*** 0.001*** 0.000***

0 0 0 0

log-likelihood 1 235.109 1 335.212 1 023.855 1 34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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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451 451 451 451

注：(1)***、**、*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报告的为标准误.

4.3 土地高质量利用空间交互效应及驱动因素

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和固定效应检验(表 5),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R-squared)、对数似然值(log-likelihood)

和 sigma2 值综合较优。因此，选择个体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通过偏微分方法将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

应和总效应，以揭示各解释变量对 HUUL 影响的空间效应(表 7)。

表 7 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效应分解

Variable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回归系数 z-score 回归系数 z-score 回归系数 z-score

pGDP

0.005***

4.85

0

0.25

0.006***

3.37

0 -0.81 0

indu

0.014***

3.38

0.013

1.31

0.026***

2.66

0 -0.19 -0.01

road

0.001*

1.68

0.005***

3.26

0.005***

3.36

-0.09 0 0

tech

0.097***

3.5

0.221**

2

0.319***

2.65

0 -0.05 -0.01

info

0.001

0.17

0.042***

2.78

0.043***

2.76

-0.86 -0.01 -0.01

gove

0.012***

4.1

0.027***

3.15

0.039***

4.46

0 0 0

注：(1)***、**、*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2)括号中报告的为标准误.

(1)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值均为正，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



13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较优，吸引资本和劳

动力要素集聚的能力更强，会进一步促进土地投入和产出的效率，也具有更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降低土地开发过程中的

环境污染，因此能够显著促进 HUUL 水平提升。此外，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存在“虹吸”与“竞合”双向影响关系，即一方面核心

城市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会吸纳周边城市的发展要素集聚，抑制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和 HUUL 水平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周边城市在

区域竞合中也会调整发展策略，与核心城市形成合作互补的关系，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进而提升 HUUL 水平。例如，长三角地区

各城市在经济合作关系中形成了特色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与上海、杭州、南京等核心城市形成错位协同发展。因此，

“虹吸”和“竞合”的双向影响关系也导致城市经济发展对邻近城市 HUUL 水平的溢出效应虽然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

验。

(2)产业结构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值均为正，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

产业结构对 HUUL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对建设用地和资源能源的消耗更小，但经济社会效益

更高，环境污染更小，因此，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土地绿色高质量利用。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逐渐

向高质量发展路径转型，产业功能不断外溢，“退二进三”趋势明显，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综合产出效益，优化了土

地利用结构和利用质量。长三角外围圈层城市通过承接外溢的第二产业，虽然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但

也助推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降低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总体上来看，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带来的正向效应要大于负向效应，

虽然对邻近城市 HUUL 水平的溢出效应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3)基础设施水平的直接效应系数值为 0.001,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间接效应系数值为 0.005,总效应系数值为

0.005,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对本地城市 HUUL 水平具有推动作用，而且还会通过空间溢出促

进邻近城市 HUUL 水平的提升。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水平是支撑土地高质量利用的重要因素和驱动力，尤其是道路交通系统的完

善能够为城市土地更加高效利用提供基础保障，也能支撑更高强度的城市经济社会活动，提高城市运行效率，降低能耗和环境

污染。其次，长三角地区的各类生产要素以交通路网作为媒介实现跨区域流动，城市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随着区域一体

化而形成相互促进作用，通过道路交通增强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水平，间接促进相邻城市的 HUUL 水平。如上海与苏州、无锡、

常州等城市的交通网络一体化程度较高，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交往也更频繁，因此，上述城市的 HUUL 水平都比较高。

(4)科技创新的直接效应系数值为 0.097,总效应系数值为 0.319,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间接效应系数值为 0.221,

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会促进本地和邻近城市 HUUL 水平。已有研究表明，提高科技创新投入能

够有效改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通过新技术新手段，减少企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从而提高土地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36]。随着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深度推进，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性不断增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开放共享，城

市之间的技术合作日趋紧密，技术溢出更加频繁，因此，科技创新对邻近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5)信息化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系数值均为正，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

信息化水平对 HUUL 具有促进作用。随着信息技术向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不断渗透，促进城市系统趋于扁平化，城市运转效率得到

提升，尤其是信息技术作为重要的先进生产力，极大地缩短了技术创新的周期，提高了土地投入和产出的创新附加值，进而增

进土地 HUUL 水平。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邻近城市的 HUUL 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主要是因为信息化为城际间联系提供

了便捷的媒介，压缩了城际间生产要素流通的时间消耗和空间距离，降低了要素流通和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促进

了技术创新的共享和交流，进而对邻近城市 HUUL 水平产生促进作用。

(6)政府管理水平的直接效应系数值为 0.012,间接效应系数值为 0.027,总效应系数值为 0.039,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表明政府管理水平提升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 HUUL 水平的提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 HUUL 水平也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当“用脚投票”的市场化机制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而导致土地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或配置失当时，政

府通过政策税收、公共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等，从而

减少市场失灵的负外部效应，促进 HUUL 水平提升。相邻城市往往存在政策治理上的效仿和竞争机制，会采取类似的政策治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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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而促进邻近城市 HUUL 水平的提升。例如，2019 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市青浦区、苏州市吴江区、嘉兴市嘉善县共同作为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各市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撑政策，并形成了示范和扩散效应。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国土空间综合治理背景下，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蔓延，促进存量用地绿色高效利用，实现城市土地资源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立足于高质量土地利用内涵，从土地投入强度、土地节约利用、土地绿色利用以及土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五个维度构建

了测度土地高质量利用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高质量利用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相关性，并进

一步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方法对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分析，具体得出以下结论：

(1)从时间上看，2010～2020 年，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均值由 0.381 上升到 0.517,整体呈持续上升态势，且城市间 HUUL

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持续扩大，极化趋势增强。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地区 HUUL 水平空间分异显著，长江沿线城市和环

杭州湾的沿海城市，HUUL 水平提升较显著，形成高值集聚区域，而长三角西部区域 HUUL 水平则相对较低。

(2)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城市 HUUL 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随着长三角核心城市功能外溢和产业转移，周边城市 HUUL

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强。就局域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市 HUUL 的局域空间特征存在四种类型，其中，以

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为主。长三角地区相邻城市的 HUUL 水平存在空间上的相近特征，且东部沿海区域的“高水平极核”

聚集和安徽西部山地丘陵区域“低水平陷阱”的蔓延格局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3)从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被解释变量 HUUL 的空间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长三角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

出效应，即邻近城市之间 HUUL 水平并非彼此独立，而是通过空间传导形成相互促进的依赖关系，因此，有必要将空间效应纳入

到城市 HUUL 的研究当中，以揭示其内在机制。

(4)从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来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政府管理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 HUUL 水平均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仅对本地城市 HUUL 产生增进影响，对邻近城市的溢出效应尚不显著，信息化水平则对邻近城市的 HUUL 具

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5.2 政策启示

当前，长三角地区大部分城市的土地利用质量仍然不高，且空间分异较大，建设用地低效蔓延的现象依然严峻。随着长三

角三省一市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能源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等问题将进一步凸显，极大地

制约了长三角城市群打造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战略目标。在高质量发展理念指导下，本研究对科学认知长三角地区城

市土地开发情况，指导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以及制定相关土地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以下 4 方面政策

建议：(1)充分认识到土地高质量利用的空间溢出效应，突破行政限制，加强城市在土地资源开发和经济产业发展之间的合作和

交流，凝聚共识，推进区域国土资源高质量利用。(2)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4的战略机遇，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大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提升土地经济社会效益，改善地方财政压力，转变地方经济发展的“土

地财政”依赖模式，进而促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3)强化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从注重城镇人口数量向注重城镇人口质量转

变，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和科技研发投入，提升土地经济社会效益。(4)创新土地资源配置方式，探索建立增量用地与存量用地

相互挂钩的机制，将增量土地指标与存量用地绩效挂钩，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低效用地，促进土地利用方式由注重规模扩张

逐渐向注重质量提升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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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空间效应引入到长三角地区土地高质量利用的研究之中，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但是，土地高质量利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随着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

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其次，土地高质量利用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原因，本文仅选取经济发展、产业

结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信息化和政府管理等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还有其他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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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

3(2)2020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提出

统一规划建设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加强中心城市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城际和市域(郊)铁路、道路交通、毗邻地区公交线路对

接,加快构建上海大都市圈以及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 1 h 通勤网.

4(3)2020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发布《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提出,2035 年,长三角地区将

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